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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实行至今已逾四年时间，第1053条规定改变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具体类型，它在一定

程度上保障了公民的婚姻自主权。第1053条作为直接适用于涉重大疾病婚姻的法律规定，在诉讼中起到

较为重要的作用，为确保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的合法有效适用，必须对第1053条所面临的各种现实情况进

行解释分析。本文首先对隐瞒重大疾病可撤销婚姻条款的基本涵义进行解释，从一方患有重大疾病、如

实告知义务、被隐瞒方撤销权三方面进行论述；其次从司法实践中发现《民法典》第1053条的实施存在

“重大疾病”的认定标准不统一、如实告知义务限度不明晰、证明责任分配不合理、婚姻被撤销后过错

方损害赔偿范围界定不明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我们需要从明确重大疾病范围、完善保障当事人知情

权的规定和确定过错方赔偿范围角度找到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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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ving been in effect for over four years, Article 1053 of the Civil Code has alteredthe specific categ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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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void and voidable marriages, there by safe guarding citizens’ marriage autonomy to a certain extent. 
Article 1053, as a legal provision directly applic able to marriages involving major illnesses, plays a 
relatively important role in litigation. Inorder to ensure its legal and effective application in judicial 
practice, it is necessary to interpret and analyze the various practical situations faced by Article 1053. 
This article first explains the basic meaning of the revocable marriage clause for concealing a major 
illness, and discusses it from three aspects: one party suffering from amajor illness, the obligation to 
truthfully inform, and the right of the concealed party to revoke; Secondly, it has been found in 
judicial practice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1053 of the Civil Code has problems such as 
inconsistent criteria for identifying “major illnesses”, unclear limits on the obligation to truth fully 
disclose, un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burden of proof, and unclear definition of the scope of 
compensation for the fault party afte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marriage. To address the above issues, 
we need to find a s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larifying the scope of major diseases, improving 
regulations to protect the right to know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and determining the scope of 
compensation for the party at 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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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法典》隐瞒重大疾病可撤销婚姻条款的构成要件 

《民法典》第 1053 条的完整表述为：“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

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

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具体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一) 一方患有重大疾病 
本要件是第 1053 条的假定条件，即在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第 1053 条。《民法典》

人格权编第 1004 条明确规定了自然人享有健康权，如果婚姻关系中一方患有重大疾病，则很有可能使另

一方的身体健康遭受损害，第 1053 条出于对自然人健康权的保护，将一方患有重大疾病作为该条款的假

定条件。在旧条款中，重大疾病被表述为“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但什么是“医学上认为不应

当结婚的疾病”，这个问题在法律上仍有争议，只能从医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二) 如实告知义务 
1) 告知主体 
根据《民法典》第 1053 条的规定，负有婚前告知义务的主体是“患有重大疾病的一方”，而“一方”

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结婚当事人中其中一个，也可能存在双方都患有重大疾病，都是婚前告知义务的履

行主体的情形。不过，无论怎样，“一方”的范围都限定在“意图缔结婚姻的双方当事人”之中，非结婚

当事人双方，如近亲属，不作为婚前告知义务的履行主体。 
2) 告知前提 
理论界普遍认为，婚前告知义务的告知前提为患病方在婚前对自身患有重大疾病这一事实知情，并

且主观上对相对人有故意隐瞒的心理。因此，应当将患病方的主观过错限缩在“故意”的范围内，而不

包括“过失”，如果患病方婚前对自己所患疾病并不知情，主观上对相对方没有故意隐瞒的心理，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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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告知前提。值得注意的是，如若当事人在主观上认为自身所患疾病不构成重大疾病而没有履行婚前

告知义务，属于法律认识错误，不影响对违反婚前告知义务的认定。 
3) 告知内容 
对重大疾病主动、充分、如实告知。第一，“主动”要求患病方主动向相对方如实告知自身患病情

形。第二，“充分”要求患病方如实告知所患重大疾病的类型及所患疾病的病程。另外，重大疾病婚前告

知义务应存在于“重大疾病”的限度之内，对于那些不足以影响对方是否作出结婚意思表示的疾病，则

不需要进行告知，从某种程度上，保障了患病方的隐私权。 
(三) 被隐瞒方的撤销权 
1) 撤销权主体 
根据《民法典》第 1053 条的规定，婚姻撤销权的主体为“另一方”，即被患病方故意欺瞒的一方结

婚当事人。通常情况下，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对该撤销权的主体范围在理解上很少有分歧，唯一需要注

意的是：当婚姻当事人皆患有重大疾病且未如实告知对方时，双方都会因为对方欺瞒自己而获得各自的

婚姻撤销权，两个撤销权彼此独立[1]。 
2) 撤销权的行使期限 
根据《民法典》第 1053 条第 2 款的规定，被欺骗方行使婚姻撤销权的期间为 1 年。受到欺瞒的婚姻

当事人一方根据自己的意愿，在未征得婚姻关系相对方的同意下，以自己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就能使婚姻

效力产生变动的效果，所以婚姻撤销权属于形成权的范畴。关于婚姻撤销权是否适用最长除斥期间，法

律并未规定。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19 条规定，因受胁迫而缔结婚姻关系的当事人一方行使

婚姻撤销权不适用 5 年最长除斥期间，同样是意思表示瑕疵的婚姻，受胁迫和受欺瞒都会对当事人产生

一定程度上的相似影响，在没有新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排除规定情形下，运用类推解释的方法，应对因

被隐瞒重大疾病而取得婚姻撤销权的当事人行使该撤销权的期限与受胁迫而取得婚姻撤销权的情况作相

同解释，即隐瞒重大疾病的婚姻撤销权行使期限不适用《民法典》第 152 条第 2 款中 5 年最长行使期限

的规定，较为合理[2]。 
3) 行使撤销权的法律后果 
被欺瞒方一旦行使婚姻撤销权，就会导致婚姻被撤销的法律后果，即婚姻自始无效。《民法典》第

1054 条作为新增条款，主要规定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婚姻被撤销后对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产生的影响，

二是可撤销婚姻中的无过错方具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2. 《民法典》隐瞒重大疾病可撤销婚姻条款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司法实践在《民法典》第 1053 条适用上存在诸多问题，尽管该条款内容及法理基础已发生显著变更，

但裁判实践实质上仍延续原《婚姻法》的惯性思维。现实中，“重大疾病”对婚姻的影响仍未得到妥善解

决，突出表现为认定标准不统一、告知义务履行边界模糊等争议，进而导致不同法院对同类案件作出差

异化裁判，严重损害婚姻关系的稳定预期。此外，案件由于证据不足而无法支持当事人的诉求也表明，

面对此类案件时，证据问题是该条款在发挥救济效果时的一大障碍。故有必要对实践中暴露的上述问题

进行深入探讨。 
(一) “重大疾病”的认定标准不统一 
“重大疾病”作为法律概念具有不确定性，当前其认定标准主要存在于保险医学领域。具体来说，

从疾病类型来看，“重大疾病”是指可能严重危害健康或威胁生命的特定病症；从医疗费用来看，“重大

疾病”是指可能造成患者家庭陷入沉重医疗支出的疾病。然而，能否将保险医学标准移植至婚姻家庭领

域，学界存在明显分歧。“肯定论”主张，可以参照医学标准和保险行业标准，将一些治疗时间长、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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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高以及危及生命安全的疾病认定为重大疾病[3]。“否定论”则认为，保险领域以经济压力和时间负

担为出发点来界定“重大疾病”，其目的在于减少保险人的经济损失，而未考虑到疾病的传染性和遗传

性。尽管后者揭示了保险与婚姻领域的本质差异，并论证了单一保险标准的不适用性，但其研究学者也

未能在保险医学标准之外提出其他的标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上述法律内容的理解不一

定相同，也就导致具有类似情况的案例发生“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例如唐某、鲁某撤销婚姻纠纷 1和汪

某与郑某撤销婚姻纠纷 2两个案例。根据裁判文书可知，涉案的两位当事人均属于患有严重抑郁症的情

形，但法院认为前者属于法定撤销婚姻的情形，将抑郁症认定为“重大疾病”，后者认为抑郁症不属于

“重大疾病”，不能撤销婚姻。两个法院所依据的法律条文均为《民法典》第 1053 条规定，但是根据 1053
条得出的裁判结果截然相反。由此可见，关于明确“重大疾病”认定标准在实践中的重要性。 

(二) 如实告知义务限度不明晰 
在理论上，“如实告知义务”存在的难点在于无过错方的知情权与患病方的隐私权之间的矛盾与冲

突。患病方的身体健康状况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畴，是否告知对方的选择权掌握在患病方手中，现实中

患病方往往担心告知对方所患疾病后，导致无法成功缔结婚姻关系，从而选择“故意不告知”或“不如

实告知”，此种做法虽符合常理，但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会产生权利冲突，若患病方不完全履行“如实告

知义务”，有很大可能使另一方的合法权益受损，使另一方的健康权、身体权甚至生命权受到侵害。目

前法律并未规定患病方的“如实告知”是无限告知还是简单提及告知，无限告知是指将患病的所有情况、

现在的基本健康状况等全部无保留地告知另一方；简单提及告知是指仅说明自己患病，却对于疾病的类

型、严重程度、现今状况等保留，只有在对方询问时才进行回答的做法。在刘某与项某撤销婚姻纠纷 3中，

被告曾在恋爱期间向原告告知其曾经患有心理问题和被害妄想症状，但已经治愈。法院结合双方提交证

据，认为被告在婚前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的结论，原告在婚前知道被告患有精神疾病，但他没有谨慎对

待，也没有深入了解被告的病情，盲目草率地结婚。因此，以此为由请求撤销婚姻不符合法律规定为由

驳回了原告的诉求。在该案例中，患病方只是简单告知另一方自己曾有过心理问题，因此法院便认定该

行为属于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笔者认为该种认定标准明显过于宽松，显然不利于被隐瞒方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就精神疾病而言，在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人无法避免与患病方发生冲突，若冲突过于激烈，极

有可能导致精神疾病由轻症演变为重症，这种疾病发展状态的不确定性，并不利于婚姻的稳定。但采用

无限告知的认定标准，也会不可避免地侵犯患病方的其他权益，因此我们需要在实践中明确如实告知义

务限度，尽量减少患病方的隐私权与另一方的健康权等物质性人格权的冲突。 
(三) 证明责任分配不合理 
根据第 1053 条的规定，被隐瞒方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撤销婚姻，按照《民事诉讼法解释》第 91 条

的规定，诉讼中被隐瞒方作为提出诉求的一方，负有证明相关法律事实存在的责任，不过在实际操作中，

无论是原告对自身主张进行举证，还是被告针对诉求进行答辩，都面临不小的困难。例如付某与苏某撤

销婚姻纠纷 4中，原被告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登记结婚，2021 年 1 月 28 日被告被诊断为急性精神分裂症

样××性障碍，2023 年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婚姻关系，就其主张向法庭提交医疗诊断报告作为证据，

但法院认为宝鸡市康复医院的住院病案仅能反映被告婚后患病及治疗的相关事实，不能直接有效地证明

被告婚前患有重大疾病的事实，故驳回了付某的诉讼请求。在因婚前未如实告知重大疾病引发的婚姻纠

纷中，双方当事人常面临严峻的举证困境。这是因为被隐瞒方通常在婚后才知悉病情，此时提起诉讼并

 
1参见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2025)鲁 0682 民初 386 号。 
2参见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21)浙 0702 民初 1387 号。 
3参见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2021)皖 1503 民初 2118 号。 
4参见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法院(2023)陕 0304 民初 348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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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婚前证据，往往因时隔久远导致关键证据湮灭，难以完成其举证责任。在此情形下，苛求其承担全

部证明义务显失公允。同时，患病方在抗辩被隐瞒方诉求时，证明自身主张亦存在显著障碍。实践中，

若被隐瞒方提供了患病方婚前患病证据，患病方欲反驳，若其疾病婚前已痊愈，利用医院长期存档的病

历等文件较易证明。但更常见的是婚前未愈情形，此时患病方需证明已履行婚前告知义务，若有微信记

录等书面证据，证明难度尚可。然而现实中，告知多发生于口头交流或日常接触中，或被隐瞒方通过观

察患病方言行、他人转述等途径知晓病情，患病方对此类事实进行举证，同样极其困难。 
(四) 婚姻被撤销后过错方损害赔偿范围界定不明 
对于因隐瞒重大疾病请求撤销婚姻的无过错方，其依据《民法典》第 1054 条第 2 款请求赔偿的范围

应包括物质损害与精神损害。然而从实践来看很少有原告主张损害赔偿请求，多是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

针对精神损害赔偿，法院也是依照《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进行处理，也有法院认为原告请求被告赔

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依据，如陈某与于某撤销婚姻纠纷 5中，法院认为于某没有主动告知陈某患有禁止

结婚的疾病，陈某婚后要求撤销婚姻，应予支持；关于陈某要求于某精神损失赔偿的问题，因该请求不

属于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本院不予支持。在物质损害方面，对于因隐瞒重大疾病撤销婚姻造成的间接物

质损害能否得到损害赔偿也需要考量。 

3. 《民法典》隐瞒重大疾病可撤销婚姻条款的实施建议 

(一) 明确“重大疾病”的认定标准 
构建“重大疾病”的具体认定标准，需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明确界定原则，二是对疾病类型进行具

体化列举。如前文所言，保险医学界定重大疾病时，主要依据疾病的严重程度和具体类型来判断，以此

科学且全面地提炼其核心特征。但婚姻关系有别于普通保险合同关系，夫妻之间本应秉持关爱与照料的

相处准则，若仅以经济指标和医学规范作为认定重大疾病的唯一依据，可能会让夫妻双方逃避相互扶养

义务的行为找到“合法托词”，这显然与《民法典》所倡导的优良家风价值导向不符。因此，应当从“婚

姻”的核心内涵与本质属性出发，确立“重大疾病”的认定原则，同时结合历史背景与现实状况，对重

大疾病的具体类型作出明确列举。 
1) 以是否影响共同生活为认定原则 
作为影响婚姻效力的重要因素，重大疾病的认定应当遵循婚姻的基本理念，以是否影响共同生活为

认定原则。有学者主张，“共同生活”的基本含义即指共同居住、共同消费、性生活和精神生活[4]。也

有学者提出，“共同生活”指的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抚养和赡养，还有夫妻间的扶养等[5]。这两种看法

各有其合理之处：前者详细说明了共同生活所包含的内容，为法官提供了判断疾病“重大”程度的角度，

比如疾病带来的经济压力、对夫妻性生活的影响以及双方能否正常沟通等；后者则把共同生活的主体范

围扩大到父母子女，提醒法官在判断时，既要考虑疾病对配偶的影响，也要兼顾对其家庭成员的影响。

将“是否影响共同生活”作为认定原则，既契合“婚姻”概念的基本内涵，又能兼顾同种疾病在严重程

度上的差异，从而避免出现“同病不同判”的现象，为可撤销婚姻诉讼中重大疾病的认定提供全面且科

学的指导。 
2) 具体重大疾病类型的判断 
(1) 身体类疾病 
首先，“重大疾病”应包括传染类疾病，但要根据传染病的种类进行区别看待。第一，甲类传染病不

应认定为“重大疾病”。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 39 条的规定，该种疾病患者未经治愈之前必须进行隔

离管理，在此期间不存在隐瞒患病情况与他人结婚的可能性，且该种疾病治愈率高，愈后效果好，在司

 
5参见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法院(2022)黑 1202 民初 147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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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实践中，基于疾病的特殊性，被认定为“重大疾病”毋庸置疑。其他的乙类传染病，需结合其他标准，

个案判断。第三，丙类传染病危害性低、传染性弱，不应认定为“重大疾病”[6]。 
其次，遗传类疾病应认定为“重大疾病”。根据《异常情况的分类指导标准(试行)》的规定，我国对

遗传性疾病采取“允许结婚但限制生育”的分类管理，如血友病、马凡氏综合征等。从现代婚姻和生育

的功能分离来看，现代婚姻虽不必然与生育绑定，现实中繁衍后代仍是多数人的核心婚姻诉求。基于此，

患有遗传性疾病的一方当事人应主动、如实告知相对方自身患病情况，属于“婚前告知义务”中应当告

知的“重大疾病”。若当事人主张该疾病影响其结婚意思表示并诉请撤销婚姻，司法机关应确认其符合

“重大疾病”认定标准。 
再次，与性、生殖有关的疾病应当属于“重大疾病”。性、生殖类疾病包括无法进行性生活、缺乏生

育能力等疾病。理由如下：性生活是婚姻质量考量的重要因素，夫妻之间的性生活质量直接与其家庭关

系相关，提高性生活质量有助于个人更大的幸福感[7]。司法实践亦将此类功能障碍作为感情破裂的法定

事由。需明确的是，性功能障碍成因复杂(含心理、环境等因素)，仅当由器质性疾病直接引发且被故意隐

瞒时，方属可撤销范畴。非病理因素导致的功能障碍不适用本条款。 
最后，就其他影响婚姻共同生活基础的疾病而言，此类疾病相当于为疾病类型作一个兜底性的描述，

用于那些无法归入以上四类疾病类型却影响婚姻共同生活基础的疾病，如：需要巨额医疗费用之疾病，

可能因每个家庭经济收入情况和抵御风险水平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化认定，对于经济能力差、负担重的家

庭，理应认定为“重大疾病”。 
(2) 精神类疾病 
精神类疾病应当属于“重大疾病”的范畴，但需排除导致当事人丧失结婚行为能力的重型精神病。

根据《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其范围涵盖中度及轻度智力障碍、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等特定精神

疾患。对于其他未列明类型，需综合评估临床治愈率、复发频率、诊疗成本、行为可控性、暴力倾向、家

庭安全风险及民事行为能力影响等多元因素予以认定。在司法裁量中，法院应采信专业医疗机构的诊断

意见，结合个案特征进行审慎判断。需特别强调的是，若患者罹患重型精神病或严重智力缺陷以致完全

丧失婚姻意思能力，此类患者一般也不具有隐瞒病情的能力，无法瞒过对方并在婚姻登记机关的询问下

完成登记手续，此类婚姻应按照无效处理[8]。 
(二) 完善保障当事人知情权的规定 
1) 明确“如实告知义务”限度 
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主要目的之一是保障婚姻关系的稳定存续，如果当事人不享有对重大疾

病的知情权，当其婚后知悉后便很难保证婚姻关系的稳定存续。《民法典》第 1053 条并未对如实告知义

务应当履行到何种地步可以算作如实告知，于是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如实告知义务认定标准过于宽松的

情况，笔者认为，仅向对方表明自身罹患疾病尚不足以满足该义务要求，应区分不同疾病状态处理：对

于婚前患病且已彻底治愈、预后良好的情形，告知既往病史即可视为义务履行完毕。若涉及婚前患病但

尚未治愈的情形，患病方不仅须告知患病事实，还必须全面披露疾病当前发展状况、所处治疗阶段、治

愈可能性等所有相关信息，即承担“无限告知”义务，否则不能认定其履行了义务。至于婚前已患病但

因疾病特性(如部分精神疾病)直至婚后才被发现的情形，此类疾病由于其特性患病方或许自己都很难知

道自身患有该疾病，例如许多精神类疾病，从患病到达到能够称为“重大疾病”的严重程度一般需要经

过较长的时间，此时便不能以此认为患病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是应该判断患病方在婚前对自己的

身体健康状况是否尽到了相关的注意义务。尽管《民法典》1053 条并未强调患病方的主观故意，但患病

方若主张对患病事实不知情，则需通过其日常社交行为表现、是否曾因健康疑虑就医以及双方彼此了解

程度等证据证明其确不知晓患病且未进行隐瞒。若无法证明，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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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恢复强制婚检制度 
婚前医学检查，又称婚前健康检查，是对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可能患影响结婚和生育的疾病进行的

医学检查。我国实行强制婚检最早开始于 1986 年，2003 年 10 月正式实施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将强

制婚检改为自愿婚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法律规定在缔结婚姻法律关系上尽量减少公权力干预、

贯彻婚姻自由的意旨，但实际上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方面，这与《民法典》相关条款的规范目的存在偏

差。无论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重大疾病婚前告知条款，还是第 1043 条中“夫妻双方应当互相忠实”等内容，

真正的婚姻自由是建立在准配偶知情权上的，如果不保护准配偶的知情权，就无法实现真实意思表示下缔

结婚姻的自由，而强制婚检制度正是实现准配偶知情权的重要途径之一。另一方面，尽管重大疾病婚前告

知义务已被确立为法定义务，但其违反后的法律后果远不及刑事法律规范的后果具有震慑力，导致患病方

可能并不会引起重视，加之在撤销婚姻诉讼中，相关举证多与患病方相关，需要其配合，在这种情况下，

强制婚检制度的作用便得以凸显——在事前救济和事后举证上都可以保护患病主体相对方的权益。 
(三) 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在民事诉讼领域，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举证责任更多由原告承担，由原告来举证被

告并没有如实告知自己自身患有重大疾病的情况。但由于强制婚检制度的取消，原告想要证明对方婚前

明知自己患有重大疾病却未告知是十分困难的。笔者认为可行的方案应当是引入“推定规则”。所谓推

定，是指裁判者依据法律规定或经验法则，从已知事实中推导出未知事实，同时允许当事人通过后续举

证推翻该结论的证明规则。在撤销婚姻的诉讼中，要获取婚姻当事人婚前的健康状况相关证据，只有通

过专业医学鉴定或调取其婚前病历档案，才具备证据法上的效力。而这些操作都需征得婚姻当事人同意，

若其“拒不配合”，则可推定该当事人婚前患有重大疾病且未向另一方告知。这种程序设计能适当减轻

主张撤销婚姻一方的举证压力，同时强化患病方的协助义务，从而实现双方举证责任的合理平衡，符合

程序正义的要求。 
(四) 明确过错方赔偿的范围 
1) 物质损害赔偿范围 
无过错方可以主张的物质损害赔偿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是直接财产损失，其二是因对方所患有的

疾病导致自身人身损害所产生的物质损害。首先，请求权人有权就准备结婚期间所支付的费用，与所负

担的债务要求对方进行赔偿，该赔偿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准备婚礼的费用。但是请求赔偿的限度应当是

部分费用，而不是全部费用。其次，因自己过错造成对方人身损害，进而导致物质损害的，如过错方患

有传染性疾病的，导致对方患病，因而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必要的营养费、交通费等，过错

一方应当全额补偿。最后，如果已经造成了无过错方死亡的严重后果，或者导致了对方残疾，丧失劳动

能力，此后果产生的丧葬费用、残疾或者死亡补偿金。残疾器具的费用、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等，过错一

方应当全部承担。但一方违反婚前重大疾病告知义务导致婚姻被撤销后，无过错方遭受的间接信赖利益

损失应排除在应赔偿的范围之外。如无过错方缔结婚姻后因投入家务劳动而丧失获得工作薪酬的机会，

这种损失本质上为一种间接损失，此类损失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很难以具体的标准去衡量，但可以通

过“照顾无过错方原则”对在婚姻中投入家务劳动没有工作报酬的无过错方进行适当补偿。 
2)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认定 
我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具体标准的规定是比较模糊的，也正是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导致审判实践中

的裁定标准较为混乱。从现行司法裁判中法院就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审判思路来看，法官据以确定应获

得赔偿的具体数额的依据乃为当事人的诉请金额，一般当事人的诉请金额越高，法院酌情判决的数额就

越高，且受认知影响，法官个人好恶不同，自由裁量标准也不一，导致最终判决结果往往无法达到当事

人的预期，判决书被质疑缺少说服力，有损司法公信力。对此，学者们也在积极寻求统一精神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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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合理做法[9]。如有人主张可根据损害的轻重程度，将损害划分为 I 级、II 级、III 级、IV 级[10]，
再由各地相关部门在就当地经济收入、生活消费等因素作了充分调研后，设置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最低

额与最高额，而最终具体赔偿数额的确定，可由法院在限额范围内，综合考虑“过错方的过错程度、经

济能力、受害人的受损情况”等因素后决定。通过设置因精神遭受损害可获得赔偿数额的最低和最高值，

将赔偿数额梯度化的做法，可使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更具有实际操作性，在最大程度上统一了赔偿标准。

且允许法官在具体限额范围内，通过对过错方的主观过错程度、违法手段、情节及后果等进行综合评估

后确定最终赔偿数额的做法，可增加判决结果依据及标准的公信度，进而彰显司法权威性。 

4. 结语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出台是我国婚姻法领域的重大改革与进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隐

瞒重大疾病可撤销婚姻条款更是体现了对公民婚姻自由的尊重以及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立法的修改，意

味着司法实践中对隐瞒重大疾病婚姻的处理方式也应当发生转变，但立法并未明确“重大疾病”的认定

标准，如实告知义务的限度也不明确，导致司法裁判依旧沿袭以往的裁判习惯，出现诸多问题。笔者希

冀通过本文对隐瞒重大疾病可撤销婚姻条款在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提供解决方式，促进婚姻家庭编的

发展与完善。对于“重大疾病”认定范围不明确问题，本文以一个前提加具体类型疾病分析来认定某疾

病是否应当在特定案件中被认定为“重大疾病”；对于如实告知义务，本文认为应当明确该义务的履行

时间是婚前，履行的程度应该是完全无保留的“无限告知”；对于证明责任分配，本文认为应当在是否

已经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证明中，采用推定规则模式；在法律后果的配置上，本文认为应明确精神损害

赔偿的必要性，界定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范围。 

参考文献 
[1] 任江, 邵杨琦. 隐瞒重大疾病婚姻撤销权解释论[J], 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5(4): 12-21. 

[2] 申晨. 论婚姻无效的制度构建[J]. 中外法学, 2019, 31(2): 455-476. 

[3] 陈苇. 婚姻家庭继承法学[M].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5. 

[4] 方文晖. 论婚姻在法学上的概念[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0(5): 25-31.  

[5] 李拥军. 自私的基因与两性博弈: 人类婚姻制度生存机理的生物学解释[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2, 
30(3): 12-20.  

[6] 傅小兰, 张侃, 陈雪峰.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10.  

[7] 蒋月. 准配偶重疾告知义务与无过错方撤销婚姻和赔偿请求权——以《民法典》第 1053 条和第 1054 条为中心

[J]. 法治研究, 2020(4): 72-83.  

[8] 张筱嫣.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重难点问题和解决路径——重大疾病可撤销婚姻条款[C]//《上

海法学研究》集刊(2020 年第 9 卷, 总第 33 卷)——民法典婚姻家庭妇女权益保护文集.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柘林法庭, 2020: 191-195. 

[9] 沈德咏, 主编. 婚姻、劳动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4: 54.  

[10] 陈朝晖, 翁德辉. 困境与突破: 离婚损害赔偿难的破解路径探究[J]. 海峡法学, 2015, 17(4): 79-87.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5.138258

	《民法典》隐瞒重大疾病可撤销婚姻条款的实施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Revocable Marriage Clause in the Civil Code for Concealing Major Illnesses
	Abstract
	Keywords
	1. 《民法典》隐瞒重大疾病可撤销婚姻条款的构成要件
	2. 《民法典》隐瞒重大疾病可撤销婚姻条款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3. 《民法典》隐瞒重大疾病可撤销婚姻条款的实施建议
	4. 结语
	参考文献

